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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叶瑞克 林辰霞 江紫婷*

摘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数字经济是落实“两山”理念，持续赋能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驱动力。本研究采用2011—2021年中国245个地级市面板

数据，引入“金山银山”系统与“绿水青山”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代理变量，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个维度实证评估了数字经济对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效应及渠道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赋能效应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

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赋能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呈现出东、中、西部皆

为正向影响的格局且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从作用机制看，数字经济

分别通过“有为政府”的环保治理优化效应和“有效市场”的科技创新驱动效应两条

路径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结合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加强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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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资源环境约束难题，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而推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正是落实“两山”理念的时代任务（王金南、王夏晖，2020）。2023年9月，习

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并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一代信息技术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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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AI、云计算、物联网等正迅速演进，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引擎。《数

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将数字经济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结合，构建绿色智

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为数字经济在生态治理领域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践路径。由此，学

术界对数字经济的作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内涵和实现路径等展开了深入探讨，已证

实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及资

源要素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支撑，但鲜有将数字

经济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综上，本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相关范畴及分析框架（林毅夫，2017），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如

何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二、文献综述

生态产品是指那些具有正向外部性的生态系统服务（高晓龙等，2020）。当前有关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产品价值测度，已有众多研究针对全

球范围内特定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深入的评估。欧阳志云等（2013）以贵州省

为对象，构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量化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中国近年来开展

的绿色GDP核算或生态系统试算工作大多采用其提出的GEP核算方法。但GEP核算不能

反映生态系统资产是否实现可持续利用或生态产品流量供给在数量或质量上是否可持续

（邱琼，2024）。付伟等（2017）结合生态学的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来构建绿色发展评价体

系；刘潭等（2022）则从协调发展视角，构建了经济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以探索经济与环境协同性。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主要涉及生态保护补贴、生态补偿、

生态权益交易、经营性开发、绿色金融支持及政策激励等（张林波等，2021）。王金南和王夏晖

（2020）阐述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即将潜在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具体的经济价值。这一

过程的核心是在确保生态产品价值保持和增长的同时，通过调整生态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

和消费过程，以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综上所述，多数研究对

生态产品的定义认同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主体，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缺乏统一的评估

标准和测度方法，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仍停留于理论建构阶段，同时未能充分认识到生

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即忽视衡量人类活动、技术要素等为生态产品带来的价值转化作

用。

当前，鲜有关于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定量研究，而数字经济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相关研究主要从节能减排和资源配置两个视角展开探

讨。第一，节能减排视角。孙文远和周浩平（2022）认为数字经济能通过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优化能源结构等影响碳排放量，从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邵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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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认为数字经济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低碳转型。江永红等（2023）则认

为政府利用数字化手段，能更有效地监测和管理环境问题，实现能源的有效管理和循环利

用，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Zhu等（2023）和Tian等（2024）从企业层面展开探讨，一

方面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减少污染排放，进一步提高节能效率，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另一方面也指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增加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性，进而降低成本和提高

生产效率，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减少碳排放。马海良等（2024）
从全产业层面展开探讨，认为数字产业化的技术溢出效应能促使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转

型，达到控制污染物排放、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杨刚强等（2023）指出数字经济本身蕴含

的技术进步不仅有助于消除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冗杂和浪费问题，实现节能目标，而且能促

使全行业技术转型升级，降低能源依赖。第二，资源配置视角。Chen等（2023）等认为数字

经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依托现代化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降低交易

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产业绿色发展。Gu等（2023）和孔凡斌等（2023）认为数

字经济能打破时空限制，通过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来重塑要素配置和产业分工方式，推动产

业链节点突破、向价值链两端攀升，进而提高绿色发展效率。陈倩茹等（2023）指出数字经

济有助于弥补资源禀赋对技术创新的基础效应、资源型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通过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源型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Wang等（2023a）和陈伟雄等（2023）聚焦

于数字经济本身蕴含的技术进步，认为数字技术应用能有效地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

逐渐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充分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潜能，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同

时，还能提升生产要素供给质量，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以

上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赋能效应，但是为本研究提供了

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撑。

综上所述，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数字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数字经

济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贡献尤其是定量评估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考察数字经济

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间的联系，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对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

转化，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潜能释放有着重要价值。本文可能的边际贡

献为：第一，基于“两山”理论，构建“两山”转化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定量测度了

2011—2021年245个地级市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开展了城市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测度

的有效尝试。第二，将数字经济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从“有为政府”

和“有效市场”两个维度阐述了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机制，拓展了数字经济

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证研究。第三，分样本深入分析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异

质性，为探索可复制、可普及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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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数字经济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等核心生产要素，有助于减少生态足迹（Dai et al.，
2023），成为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助推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改善要素

配置，激活价值潜能。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数字经济发展不但激发了生产要素的升级以促

进新旧动能转换，而且提升了市场供需信息的交换效率，使得要素能够依据各地区产业转型

特征与需求进行合理优化配置（陈伟雄等，2023）。此外，数据要素还可以通过发挥倍增效应

（蔡跃洲、马文君，2021），提升传统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推动数据要素向传统产业的渗透和融

合，为资源共享提供了不竭动力，从而激活生态产品的潜在价值，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各个

环节赋能。其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数字经济引导的数字化产业革命是解决当

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难等挑战的有效途径（陈伟雄等，

2023）。这种转型侧重于核心科技创新，从而促使产业结构朝向更高级、更合理、更生态的方

向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并降低环境污染（Jiang et al.，2024），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提供高水平的产业支持。其三，加强科技创新，推动市场建设。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破解制约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度量难题、交易困境和变现障碍。依靠数字化的区域空间治理平台，可

有效构建生态产品动态监测体系，实时准确掌握生态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保护开发状况（王

颖，2022）。此外，建设生态资源数字化管理与交易平台（如“两山银行”模式），可实现生态资

源的市场化运作（石敏俊等，2022；胡熠、黎元生，2023），发挥集聚效应，促进生态产品产业发

展，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整体价值。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正向促进效应。

（二）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路径：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动态和互补的（林毅夫，2017）。“有为政府”

的介入可制定并执行能够激励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政策；“有效市场”的运作能够

通过价格信号调节资源的供需关系，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这种双轮驱动机制能够确保生态产

品价值在动态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得到持续和全面的实现。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基于“有

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个维度阐述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见图1）。
1.“有为政府”：环保治理优化效应

在大数据及其他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已逐步演化为政府构建现代治理

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具，可显著提升政府环保治理的供给能力和效用水平（朱竑等，

2023），提升生态产品价值的开发和管理效率。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

构，将更多资源向生态环境领域倾斜。通过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政府可以实现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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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实时监测和数据采集（许宪春等，2019），及时把握生态环境的变动情况，如依赖遥感技

术，可以及时发现和定位污染源。政府根据精确的数据资源，针对性地制定生态环境治理项

目的优先级和时间表，并合理调配财政资金，由生态保护受益的区域向实施生态保护的区域

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石敏俊，2021），促进资源的集中投入和重点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

资金的效益，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倒逼政府推

动建立生态资源数字化管理与交易平台，提高生态资源的可追溯性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服务

的便捷化和高效化。政府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可以对生态资源进行全面数字化建档，进行高

效的管理和资源的分配，及时做出制度和政策安排（马海良等，2024）。同时，政府通过运作数

字化管理平台规范市场秩序（魏江、赵雨菡，2021），为生态产品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便利的交易

环境和可靠的交易机制，从而推动生态产品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政府还可基于此引入生

态补偿、碳交易等多种交易模式（张林波等，2019），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空间，提升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良性循环。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2：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优化“有为政府”环保治理能力，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有效市场”：科技创新驱动效应

对科学技术的有效投资可以催生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驱动社会朝着更可持续发展的方

向迈进（刘谭等，2022）。数字经济不仅能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赋能（Wang et al.，2023b），而
且还能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的绿色转型，实现产业生态化

与生态产业化，从而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一方面，数字经济能推动市场主体向低碳节能

生产模式转变，开发和应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等市场主

体通过发挥数字经济红利，在提高自身生产效益的同时，降低自身生产模式对环境带来的负

面影响，从传统的高投入、高产出、高耗能及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向低碳、节能及高效的生产模

式转变（杨双至，2022），实现绿色化转型，减少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确保资源

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能有效缓解创新主体间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提升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可通过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不断促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

等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Blichfeldt＆Faullant，2021；Tang et al.，2021；Pan＆Xie，2022），以此滋

养和刺激企业的经济活动，打破生产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这意味着政府部门、企业、研究

机构和农民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更有效地共享信息、技术和经验，促进协作效率提升与知

识交流（韩晶等，2022），从而加速创新过程。这种高效的协同创新模式有助于避免资源浪费，

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促使生态产业绿色可循环发展（张森等，2020）。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通过数字经济赋能，提升“有效市场”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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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要素配置，激活价值潜能

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加强科技创新，推动市场建设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维度

“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

路径

环保治理优化效应

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

建立数字化
管理平台

科技创新驱动效应

转向低碳节能
生产模式

缓解信息不对
称问题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图1 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

四、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效应，构建如下双重固定效应模型：

Di t = β0 + β1Digei t + λiå
k = 1

n

Controli t + μi + τt + εi t （1）
式（1）中，Di t 为被解释变量，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用“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耦合

协调度作为代理变量；Digei t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i t 代表一系列

控制变量。 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μi 是第 i 个城市的个体效应，τt 为第 t 年的时间效应，εi t

为随机误差项。

2.机制检验模型

参考江艇（2022）对因果推断的研究方法，本文所选取的机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

系较为清晰直观，因此只需考察数字经济对机制变量的影响，厘清其中的作用机理（方先明、

胡丁，2023）。因此，在基准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Mi t = γ0 +γ1 Digei t + λiå
k = 1

n

Controli t + μi + τt + εi t （2）
式（2）中，Mi t 为机制变量，各机制变量定义和测度方式见后文，γ1 表示数字经济对机制变量

的影响。模型中其他变量定义与式（1）一致。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D）。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利用计算得出的耦合协调

度作为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的量化指标，其值域界定在0到1之间，该指标的数值越大，意

叶瑞克 林辰霞 江紫婷：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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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越高，相反，数值越小，则表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仍有待提升。

“两山”理论揭示了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可能性。在

这一理论框架下，“绿水青山”这一表述深刻蕴含了生态产品的核心意义，“价值”则与“金山银

山”紧密联系，“实现”与“转化”的概念互为替代。“两山”转化不仅体现了“两山”理念的实践应

用，而且强调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最大化其在生态与经济价值方面的潜能，以促进生态

福祉的增长（叶瑞克等，2023）。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本质上是“两山”转化的理论化表

达，其核心在于促进“两山”之间的和谐共生与良性循环。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
mental Kuznets Curve，EKC）的理论框架，经济发展初期往往伴随着生产扩张与消费增长给环

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所谓的负外部效应，仅当经济体量的增长达到某一拐点，得益于规模经

济效应、技术进步等因素驱动，环境质量开始呈现改善趋势，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

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复杂互动机制，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趋

势。“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协调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采取清洁生产技术、提

高经济生产效率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等措施能显著减轻由经济活动引起的对生态环境的

负面外部效应，进而增加经济增长对生态系统功能维护的贡献；另一方面，加强环境治理、推

进绿色低碳城市建设以及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实践，对缓解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对经济发

展的约束作用具有重要价值。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撑。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基于“两山”理念，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个系统间的

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以此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本研究借鉴叶瑞克等（2023）、刘潭

等（2022）和孙崇洋等（2020）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选定如下指标进行衡量，并构建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评价指标体系（表1）。
“金山银山”维度下设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2个一级指标（见表1），生态产品的发展可以促进

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总量和质量的协调发展。因此，以经济总量衡量经济基本发展水

平，可用人均地区GDP、地方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3个指标来表征；经济增长衡量经济发展趋势，

可用GDP年均增长率、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3个指标来表征。

“绿水青山”维度下设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2个一级指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对环

境的有效治理，要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推进污染物治理，故在评估环境污染程度指标时，选

取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这三个负向指标；

在环境治理程度测度方面，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污水处理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4个指标进行衡量。

在“两山”理论视角中，“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构成了互补和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而非对

立关系。这种协同关系可通过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来量化评估（Han et al.，2023）。由于各指标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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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可能会对权重的分配产生直接影响，故为确保评价的公平性和准确性，我们首

先对收集到的数据采取标准化处理，得到 λa 、λb ，分别表示“金山银山”系统和“绿水青山”系统的综

合得分。然后构建耦合模型，旨在量化两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的程度，如式（3）所示。

Cit = 2 ´
λa ´ λb

λa + λb

（3）
式（3）中，Cit 表示城市 i 在时期 t 的“金山银山”系统与“绿水青山”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其取值

在区间[0,1]内变动。此外，为防止低水平高耦合现象对分析结果造成的负面影响，本研究进

一步构建了耦合协调模型，以更准确地反映系统间协同作用的强度，见式（4）。
Dit = (Cit ´ Tit)

1
2

Tit = αλa + βλb （4）
式（4）中，Dit 为耦合协调度，且 Dit 的取值范围为[0,1]，Dit 值越大，表明“金山银山”与“绿水青

山”的协同性越高，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Tit 是综合发展指数，α、β为

“金山银山”系统和“绿水青山”系统对二者协同性的贡献率，考虑贡献度等同，故取 α＝β＝0.5。

表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金山银山

（GSM）

绿水青山

（LWLM）

一级指标

经济总量

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环境治理

二级指标

人均地区GDP
地方财政收入

进出口贸易总额

GDP年均增长率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

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单位

元/人
元

元

%
%
%

吨/人
吨/万人

吨/万人

%
%
%
%

指标属性

+
+
+
+
+
-
-
-
-
+
+
+
+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目前对于数字经济的衡量方式主要有两

种，一是直接测算数字经济规模，二是构建全面而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基于城市层面

相关数据可获得性，借鉴赵涛等（2020）的方法，主要从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业务产出、行业从

业人员、移动电话普及率和数字金融发展五个指标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通过熵

值法将以上5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进行降维处理，具体见表2。

叶瑞克 林辰霞 江紫婷：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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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一级指标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相关业务产出

互联网相关行业从业人员

移动电话普及率

数字金融发展

二级指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计算机和软件行业从业人员在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的占比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指标属性

+
+
+
+
+

3.控制变量

一是人口密度（Den），通过计算每平方千米人口数的对数来进行量化。人口集聚效应可

以为当地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保障。然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同时也伴

随着对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加剧，这可能会对“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协同

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二是金融相关率（Fin），用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之和与GDP的比值

来衡量。较高的金融相关率显示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三是教育水平（Edu），用高校师生比来衡量。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

该地区人口素质优化，能孕育出推动生态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同时也能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有

利于实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协调发展，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四是城镇化水平

（Urban），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地区常住人口比重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在城镇化进程中，经济

发展与生态发展均会受到影响。五是政府支出（Gov），利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来衡量，并取对数。以上指标选取借鉴了刘潭等（2022）的处理方法。

4.机制变量

一是环保治理能力（Ewf），采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及相关词汇出现的词频占报

告总字数的比重来衡量政府环保支持力度（杨友才、牛晓童，2023）。二是科技创新水平

（Gip），用专利授权数的对数进行衡量。表3详细罗列了各个变量的具体信息。

表3 变量定义和说明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机制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环保治理能力

科技创新水平

人口密度

金融相关率

教育水平

城镇化水平

政府支出

变量符号

D

Dige

Ewf

Gip

Den

Fin

Edu

Urban

Gov

变量定义

见表1
见表2

“环保”相关词汇所占比重

专利授权数的对数

每平方公里人口数的对数

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之和/GDP
高校师生比

城镇常住人口占地区常住人口比重/GDP
公共财政支出/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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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我国于 2011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首次对“生态产品”概念进行了明确界

定，本文选取了2011—2021年间中国24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所用数据主要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

各省市发布的统计年鉴，此外专利相关数据则从CNRDS数据库获得。鉴于部分市级数据在

某些年份可能出现缺失的情况，本研究采纳了一种基于相邻年份数据进行插值补充的方法，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D

Dige

Ewf

Gip

Den

Fin

Edu

Urban

Gov

样本量

2695
2695
2695
2695
2695
2695
2695
2695
2695

平均值

0.338
0.006
0.344
5.267
5.783
2.494
0.060
0.569
13.974

标准差

0.034
0.005
0.144
1.718
0.892
1.187
0.034
0.144
0.948

最大值

0.530
0.047
1.239
9.694
7.882
21.301
0.707
1.001
17.224

最小值

0.252
0.001
0.029
0.000
1.386
0.588
0.006
0.181
9.312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预先设定的基准回归模型，对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评估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通过Hausman检验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评估，得到的结

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适用性，据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

为后续分析的主要工具，以确保分析能够捕捉数据中的结构性变化。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

双重固定效应的前提下，核心解释变量 Dig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一发现进一步得到加

强，即使在纳入多项控制变量后，Dige 的回归系数仍然保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并且

系数的变动幅度有限，这证明假说1成立，即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

叶瑞克 林辰霞 江紫婷：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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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Dige

Den

Fin

Edu

Urban

Gov

常数项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0.549***
（0.072）

0.319***
（0.001）

是

是

2695
0.159

（2）
0.568***
（0.083）
0.012***
（0.002）
-0.002***
（0.000）
0.055***
（0.009）

0.006
（0.006）
0.003***
（0.001）
0.222***
（0.015）

是

是

2695
0.294

注：***、**、*分别表示统计值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标准误，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基准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偏差，为进一步增强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本文对

回归结果进行了全面的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可以从变换具体测算方法进行考虑。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为了验证使用该指标的稳健性与可信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衡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果如表6列（1）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说1
依然成立。

2.子样本回归

由于地处行政中心城市存在较高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会吸引更多的资源，从而产生一

定的“聚集效应”；同时其通常是政策制定者所在地，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政策干预。上述皆与

被解释变量具有系统性关联。为提高研究的精确性和准确性，本文依据行政级别与特殊政策

地位（如直辖市、经济特区、副省级城市等）作为分类基准，将部分中心城市①予以剔除，对筛选

后的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6列（2）所示：即便在排除了由样本选择偏差引入的可

①包括成都市、广州市、哈尔滨市、杭州市、南京市、厦门市、汕头市、沈阳市、武汉市、西安市、长春市、珠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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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扰后，Dige 的系数依旧保持在1%的水平上的正向显著性，这进一步证实了数字经济对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促进效应仍然存在。

3.控制省份和时间联合固定效应

在基准回归分析框架内，本研究系统性地纳入了城市层面的特有属性固定效应以及时间

趋势的固定效应进行考量，旨在提高分析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确保研究结果能够更准确

地反映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然而，诸如政策导向、法律框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在不同

省份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有潜力对关键研究变量施加影响。此外，不能完全排除

存在于省级层面、随时间演变的不可观测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干扰。为此，本研究在基准

回归模型基础上，引入了省份与时间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旨在进一步细化省份和年份联

合固定效应的控制，以提升模型的准确性。表6中列（3）的结果显示，Dige 的回归系数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4.工具变量法

关于内生性问题，本研究识别出生态产品需求与市场需求间的互动可能促进数字经济领

域技术与服务的创新，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这揭示了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为了避免

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造成潜在偏误，本研究采纳了工具变量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参考靳

媚等（2023）的先行研究，采用1984年百人固定电话数与上年全国互联网用户的交互项、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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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Dige

Dige_c

IV1
IV2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

样本量

R2

（1）
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

0.227**
（0.012）

0.005***
（0.001）

是

是

是

否

2695
0.153

（2）

子样本回归

0.807***
（0.092）

0.227***
（0.015）

是

是

是

否

2563
0.088

（3）
控制省份和年
份联合效应

0.633***
（0.090）

-0.278**
（0.001）

是

是

是

是

2695
0.075

（4）
工具变量法IV1

第一阶段
（Dige）

0.02*
（0.001）

0.496***
（0.026）

是

是

是

否

2695
0.25

第二阶段
（D）

2.945***
（0.412）

0.011***
（0.001）

是

是

是

否

2695
0.258

IV2
第一阶段
（Dige）

0.637***
（0.049）
0.180***
（0.028）

是

是

是

否

2450
0.29

第二阶段
（D）

1.064***
（0.194）

0.263***
（0.004）

是

是

是

否

2450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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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能有效减少内生性问题，降低变量之间的同时决定性，并且以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作为分析工具，对关键变量进行了严谨估计。在第一阶段，工具变

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从而有效验证了所选工具变量的恰当性与

有效性。进入第二阶段回归后，Dige 系数依然保持显著为正，这一稳健性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数字经济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异质性分析

本文所使用样本来源于各个地级市，考虑到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数字经济带来

的影响可能会呈现一定的异质性。针对此问题，本文基于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的双重异质

性，对全体样本进行了分类回归分析，旨在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影响的差

异性，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1.地理区位差异

将样本依据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并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

详见表 7。其中，东部地区的 Dige 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Dige 系数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东部地区通常拥有更为发达的信息

技术和更强大的创新能力，这使得数字经济在该地区能够更快速地渗透和融合到传统经济

活动中；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然在数字经济发展上相对滞后，但这也为它们提供了后发优

势。东部地区的显著性相对中部与西部地区较弱，这一现象可能归因于东部地区的“创新者

困境”，即其先行优势伴随的转型挑战与利益调整限制了数字经济效能的即时最大化。反观

中西部地区，依托后发优势，能够更高效地吸收东部经验，精准布局数字经济发展路径，从而

在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展现出更为显著的成效。可见，区域发展策略须结合

自身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以激发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最大化潜力。

2.资源禀赋差异

从古典经济学中“资源诅咒”假说，到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的多元化发展战略探讨，资源禀

赋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热点议题。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全国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本研究将全国样本细分为资源型城市群体与非资源型

城市群体，旨在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在这两类城市间所展现出的差异化影响效应。结果显

示，Dige 的回归系数在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样本中都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赋能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促进作用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往往依赖于自然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为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技术，在推动经济

增长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环境的管理和保护。在这种资源依赖性和需求驱动下，数字经济对生

态环境的正面影响在资源型城市中可能更加显著。非资源型城市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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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灵活和开放，能够更快地吸收和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因此数字经济的显著影响反映了其

对于提升经济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的积极作用。

表7 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Dige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东部地区
0.183**
（0.090）

是

是

是

0.170***
（0.058）

1033
0.086

（2）
中部地区
2.240***
（0.181）

是

是

是

0.239***
（0.022）

1253
0.162

（3）
西部地区
0.991***
（0.233）

是

是

是

0.253***
（0.019）

409
0.143

（4）
资源型城市

2.370***
（0.209）

是

是

是

0.134***
（0.028）

1056
0.337

（5）
非资源型城市

0.159**
（0.078）

是

是

是

0.249***
（0.015）

1639
0.051

（四）机制检验

前文通过实证检验回答了数字经济能否影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问题。结合前文理论

分析，数字经济可能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个维度影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因

此，本文对这两种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和检验。表8详细汇报了机制检验结果。

表8 机制检验结果

Dige

Fin

Urban

Edu

Den

Gov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D

0.568***
（0.083）
-0.002***
（0.000）

0.006
（0.006）
0.055***
（0.009）
0.012***
（0.002）
0.003***
（0.001）
0.222***
（0.015）

2695
0.294

（2）
Ewf

0.050***
（0.001）

0.000
（0.000）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3***
（0.001）

2695
0.102

（3）
Gip

0.910**
（0.352）
0.034***
（0.014）
1.403***
（0.183）

0.078
（0.301）
-0.116*
（0.067）
0.440***
（0.023）
-1.675***
（0.515）

2695
0.259

根据基准模型，Dige 系数的正向显著性说明了数字经济作为驱动因素对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进而证实了总效应的实际存在。因此，接下来根据江艇（2022）的中

介效应检验两步法，参照陈登科（2020）、江永红等（2023）做法，只需检验数字经济对机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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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结果。表8详列了两种核心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首先，“有为政府”维度的检验结果

显示，在将环保治理能力作为机制变量时，Dige 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值，

如列（2）所示，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聚焦与行动，而且还有

助于优化和改进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凸显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在推动政

府环保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财政保

障。由此，假说2得到验证。其次，列（3）是“有效市场”维度科技创新水平作为机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其回归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揭示了数字经济对科技创新水平的正向影

响。这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激发创新思维等

途径，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可以认为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运作模

式，还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假说3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建议

为深入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及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

系，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数字经济发展可打通并拓宽“两山”转化通

道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基于此，本文引入“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耦合协调度，测度分析

了2011—2021年全国245个地级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进而厘清了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经

过多重稳健性检验，所得结论依旧保持其稳定性和有效性。第二，数字经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赋能效应在不同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的城市之间存在异质性，无论是东部的发达城市，还是

中、西部的后发区域，数字经济均展现出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促进作用，且在资源型城市

中，数字经济的这种赋能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彰显了其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方

面的独特价值。第三，基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个维度识别出两条关键路径：一是环保治

理优化效应，二是科技创新驱动效应，以此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最大化挖掘与利用。

在深入分析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出如下建

议，以期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并指导实践：

第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较弱地区多为生态高地，数字经济为其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新机遇，但需要系统规划和实践。政府应当全面协调，加速战略规划进程，

明确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路径与目标定位，增强对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领域

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广泛普及与全面覆盖，并持续提升各相关要素

的流动效率，实现合理配置，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实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差异化发展战略。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特点，东部地区作为

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应进一步深化数字技术在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监测与交易等环节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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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动生态产品市场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西部地区应依托政策优势和资源禀赋，将绿色投

资与技术改造作为关键驱动力，提升生态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品质。此外，对于资源型城市，应减

少对单一资源的过度依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从资源依赖型向绿色、可持续型转变；而

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应加强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严格控制服务业或制造业等其他主导产

业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同时，政府应加强各地区的合作与

交流，实现技术、资金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共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推进治理能力优化和科技创新。机制研究发现，“有为政府”依

据精准化数据资源制定科学的环境治理方案，而“有效市场”的科技创新将环保、节能、减排等

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因此，政府可以

利用大数据技术，多渠道收集和整合环境数据，并建立统一的数字化环保治理平台，实现信息

共享和协同治理；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规范市场秩序，为企业绿色技术研发营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鼓励其深入研究和应用创新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减少经济活动对生

态环境的胁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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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ed Ecological Products

Ye Ruikea,b, Lin Chenxiaa,b, Jiang Ziti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Zhe 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System Moderniz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and continuously enabl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4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wo mountains" conversion as the proxy variable for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

logical products,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value rea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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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and "an efficient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signifi-

cant,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heterogeneity test shows that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ing a

positive impact pattern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and the impact effect on resource-based cities is more signifi-

c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on mechanism, digital economy is enabled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rough two paths: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overnance of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and the driving eff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an efficient market".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pro-

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

source endowment of different regions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Keywords：Digital Economy;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JEL Classification：Q57, O33, 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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